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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

朱乃诚

摘 要：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三星堆文

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受到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形成时期包含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以

及宝墩文化的继承者等三种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促使当地的本土文化

发生巨变，导致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由于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一些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明因素

以及齐家文化因素，所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但其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

文化特征即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却迥异于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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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这是对 1986
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座大型“祭祀

坑”及一大批精美而奇特文物的高度赞誉。这

一发现，展示了商王朝区域以外的一处最为辉

煌夺目的方国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探

索古蜀文明最为重要的资料，也是探索中华文

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最近，通过对三星堆遗址两座“祭祀坑”附

近的再次发掘，又发现了六座“祭祀坑”，已经清

理出土的大型金面具、大型青铜尊、玉琮与玉

戈、象牙以及象牙雕刻作品等珍贵文物，再次放

射出惊醒世人的光彩。

三星堆遗址的这一系列重大发现，显示三

星堆遗址曾承载着一个经充分发展的文明社

会，即“三星堆文明”。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性

质、文化特征、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

诸多问题的研究，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考古学

与历史学等学科共同探索的系列重大课题，也

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以 2019年及

以前的学术刊物公布的三星堆遗址发掘资料为

基础，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以期

对三星堆文明的认识有所裨益。

一、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的高档

次文化遗存及其年代分析

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自然不能简

单地以已经发掘的两座“祭祀坑”以及正在发掘

的六座“祭祀坑”的年代作为探索的主要依据，

因为这些坑是三星堆文明后期的遗存，而是应

以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或最早一批能够反映

三星堆文明形成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作为探索分

析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能够反映其文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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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形成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主要有：发现于月亮

湾燕家院子的玉石器坑类遗迹、三星堆遗址附

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一座坑类遗迹、三星

堆两座大型“祭祀坑”以及正在发掘的六座坑、

月亮湾仓包包一座坑类遗迹、三星堆遗址西侧

仁胜村墓地、三星堆城址城墙、青关山大型建筑

遗存等。这些遗迹及其遗物是否为三星堆文明

中年代较早或最早的一批遗存，需要仔细分析

甄别，下面就对这些遗存进行逐一分析。

（一）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

1929年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门前发现的玉石

器坑类遗迹，出土玉石器数量达三四百件之

多。后来大多散失。华西大学博物馆于 1934年

3月在燕家院子门前太平场水沟处进行首次考

古发掘，从发现者燕道诚及收藏人处受赠收集

玉石器数件。1951年、1957年、1961年四川省博

物馆先后三次征集了部分玉石器。后冯汉骥对

1929年的发现进行了多次查访，并对收藏在四

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的 3件玉斧（锛）、

3件牙璋、3件玉琮、3件有领玉璧，以及数十件

石璧进行了专题研究。1994年陈德安公布 1件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可能是 1929年出自月亮湾燕

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的牙璋。2017年由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十多家单位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

的“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中，汇

集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展出燕

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出土的玉器 19件，其中

牙璋 6件、玉斧（锛）3件、玉琮 5件、玉璧 2件、有

领玉璧 3件，并公布了彩色图片［1］54-150。这批玉

石器的文化面貌较为复杂，制作年代也有区

别。经对这 19件玉器的初步辨识，大致可分为

以下五类。

第一类，龙山文化时期的作品。如四川大

学博物馆藏品（3.1）226玉琮（见封三图 1）［1］124，

外径 7.4厘米、内径 6.6厘米、高 5.5厘米，玉琮的

四壁中部施刻两道竖线，四壁角面上施刻上、

中、下三道平行线纹，在上下两道平行线纹之间

刻一圆圈眼纹，圆圈眼纹叠压中间一道平行线

纹。这些特征表明其是良渚文化之后制作的仿

良渚文化玉琮的作品。风格相同的玉琮在山东

五莲丹土发现 1件［2］山东卷 28，［3］109。这类玉琮可能

是在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时期制作的，

大致属龙山文化时期的作品。

第二类，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作品。如四川

大学博物馆藏品（3.1）260牙璋（见封三图 2）［1］72，

长 39.2厘米、刃部宽 10.3厘米、柄部宽 6.3厘米、

厚 0.4 厘米。四川博物院藏品 A313 牙璋（见封

三图 3）［1］80，长 60 厘米、最宽 8.4 厘米、厚 0.8 厘

米。这几件牙璋制作精致，尤其是阑部的平行

弦纹和扉棱扉牙，十分精细，扉棱扉牙的形制，

已发展到顶峰。

与这几件牙璋的阑部纹饰和扉棱扉牙形制

相同的牙璋，见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四期。如二

里头 75YLⅦKM7:5 牙璋［2］河南卷 12，双阑形成了复

杂的扉棱与齿牙，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技术。二

里头文化四期的牙璋，是牙璋制作最为精美的

阶段。

第三类，齐家文化的作品。如四川博物院

A41玉琮［1］126，外径 5.3厘米、高 7.5厘米，四川博

物院藏品 A110485玉琮（见封三图 4）［1］127，外径

9厘米、高 11厘米。光素无纹，为齐家文化特征

的玉琮。又如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441玉

琮［1］123，外径 5.9厘米、内径 4.6至 4.2厘米、高 3.1
厘米。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113玉琮［1］124，

外径 5.1 厘米、内径 4.1 厘米、高 5.1 厘米。这 4
件玉琮，都是光素无纹，射口的外缘中部与玉琮

四面外壁面一体，射口的制作是在两端的四角

剔刻而形成，通常不规整，为齐家文化特征的玉

琮。还有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439 玉璧

（见封三图 5）［1］138，外径 18.5 厘米、内径 4.9 厘

米、厚 0.6 厘米；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131
玉璧［1］139，外径 10.5厘米、内径 4.2厘米、厚 0.4厘

米。这 2件玉璧也是齐家文化作品。

第四类，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作品。如四川

博物院藏品 A12有领玉璧（见封三图 6）［1］149，外

径 11厘米、高 3.3厘米。这件有领玉璧，器形较

小，领部略高，领部的两端口唇外侈，在领部两

端外表接近口沿处施刻两道凹弦纹。这种风格

的有领玉璧目前尚未见于商代晚期，也不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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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或更早的文化遗存中，推测可能是

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作品，大致属商代中期。

第五类，商代晚期作品。如四川博物院藏

品 A113915 有领玉璧［1］150，残缺一小部分，外径

12厘米、高 1.7至 1.2厘米、璧面厚 0.2厘米。四

川博物院藏品 A110483有领玉璧［1］150，残缺一小

部分，外径 11厘米、高 1.7至 1.2厘米、璧面厚 0.2
厘米。这两件有领玉璧，器形较小，在璧面上施

刻有十多道同心圆弦纹，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同

心圆弦纹有领玉璧。其中四川博物院藏品

A110483有领玉璧两面的同心圆弦纹被磨损十

分严重，显示其制作之后可能使用了很长的一

段时间。

与这两件同心圆弦纹有领玉璧形制相同的

器形，在殷墟妇好墓中有较多的出土。在有领

玉璧的璧面上施刻复杂的同心圆弦纹，是商代

晚期有领玉璧的特征［4］1-60。

以上分析表明，1929 年在月亮湾燕家院子

发现的玉石器坑类遗迹中的玉器，至少分属龙

山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四期、齐家文化、二里

岗文化时期、商代晚期五个阶段。而这座玉石

器坑类遗迹的年代即这批玉石器的埋藏年代，

只能依据这批器物的最晚年代来确定，应是在

商代晚期时期埋入的。如果考虑四川博物院藏

品 A110483有领玉璧制作之后已经使用了一段

时间而使其磨损，那么其埋藏年代可能在商代

晚期后段或商末。

（二）三星堆遗址附近高骈乡机制砖瓦厂一

座坑类遗迹

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附近的广汉高骈乡机

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出土镶嵌绿松石

铜牌饰 1件、玉戚 1件、玉刀 1件、玉矛 1件［5］，后

藏入四川博物院。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5］图二 .4，平面大致呈长方

形，上端略宽、顶边向下微凹弧，下端略窄、底边

向下微凸弧，平面横向弯弧呈瓦状，外侧近四角

饰半环状小钮。铜牌饰面上有 10个镶嵌绿松石

块图案，左右对称，两侧各一排，每排 4个图案，

两端各 1个图案。长 12.3厘米、最宽 5厘米。这

是一件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镶嵌绿松石铜牌

饰，但形体已经演变为瘦长，镶嵌绿松石块的图

案已不见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常见

的兽面图案的踪影，如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

头 87VIM57：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6］图二 .1，图版壹，年

代应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

饰。这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还晚于仓包包坑类

遗迹中出土的仓包包 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

牌饰（见后述），但早于铜牌饰外侧四角没有半

环状小钮的仓包包 87GSZJ：17 铜牌饰（见后

述）。这种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但形制变异并

缺乏兽面特征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不是中原

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作品，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

一带制作的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镶嵌绿松石

铜牌饰。推测其制作年代不会早于三星堆遗址

三期。

四川博物院藏品 A140328 玉戚（见封三图

7）［1］54，长 17.9厘米、宽 8.3厘米、厚 1厘米。这件

玉戚两侧偏下饰 5 个扉牙，5 个扉牙的分布形

式，以中间 1个扉牙为中轴，上下各两个扉牙分

别上下斜侈，扉牙呈尖状。这种玉戚扉牙的形

式，目前尚不见于商代晚期以前的作品，即是在

商代晚期前段玉戚上也鲜见，推测可能是商代

晚期后段的作品。

四川博物院藏品 A140329 玉刀的形制为玉

铲（见封三图 8）［1］76，长 26厘米、刃宽 11.2厘米、

厚 1.2厘米。这是一件由牙璋改制的作品，在下

部穿三孔以便于安装铲柄。相同的作品见于金

沙遗址［1］77，类似的作品曾见于湖北黄陂钟分卫

湾M1墓中出土的玉铲［7］图三，6，可能也是由牙璋

改制的作品。钟分卫湾M1墓曾被定为商墓，墓

中出土有带胡的青铜戈，李学勤据此推定该墓

年代为商末［8］。由此可推测高骈出土的这件玉

铲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改制的作品。

四川博物院藏品 A140330 玉矛［1］98，已残。

类似的玉矛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商时期遗存中，

无法进行比对分析，对其年代暂时不能明确。

通过以上分析，高骈这座坑类遗迹中出土

的 1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3件玉器，除 1件年代

不明外，其余的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和可能是

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据此推测高骈这座坑

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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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遗迹的年代及其绿松石铜牌饰和玉器的埋藏

年代在商代晚期后段。

（三）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

1986 年发现的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

坑内堆满了大批珍贵文物，大部分是相当于商

代晚期的作品。但也有少量的早期作品。如一

号“祭祀坑”K1:11－2 玉琮［1］125，外径（边长）6.8
厘米、内径 5.2厘米、高 7.3厘米，制作粗略，是齐

家文化作品。又如二号“祭祀坑”k2③：201—4玉

璋，器表两面施刻祭祀场景的图［9］572，图 90，是由牙

璋改制的作品，改制前的原件牙璋，可能是中原

地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的作品［10］。

关于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的年代，发

掘主持者与发掘报告编写主持者陈德安将

两座“祭祀坑”的埋葬年代，分别推定为殷

墟 一 、二 期 之 间 与 殷 墟 二 期 晚 段 至 三 、四

期［9］4274-432。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陶尖底盏和

陶器座［9］146，图七六 .1-7，图版五三 .1-4，这两件陶器可能是配

套使用，应是有意埋入的。这类陶尖底盏见于

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11］79-80，图五五、五六和成都指挥

街周代遗址［12］171-210。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陶

尖底盏的形制特征，最早的可能属三星堆遗址

第四期早段。据此可确定一号“祭祀坑”的埋藏

年代不会早于三星堆遗址四期早段，可能相当

于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二号“祭祀坑”的埋藏

年代可能与一号“祭祀坑”的接近。

（四）月亮湾仓包包一座坑类遗迹

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以东

约 400米处的仓包包发现一座坑类遗存，出土铜

牌饰 3件、玉环（原称玉援）8件、玉箍形器 1件、

玉凿 1件、石璧 11件、石纺轮形器 10件（原将 11
件石璧、10 件石纺轮形器都称为石璧）、石斧 3
件、石琮 1件［13］78-90。这批文物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

是 3件铜牌饰。3件铜牌饰平面大致呈长方形，

上端略宽、下端略窄，细节形制有区别。仓包包

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见封三图 9，图片

系由陈德安先生提供，谨记谢忱）［13］78-90，图 三 .2，

平面横向弯弧呈瓦状，下端呈弧形，外侧近四

角饰半环状小钮。铜牌饰面上形成铜牌饰框

架图案结构、内镶嵌绿松石块。铜牌饰框架图

案以中部上下一条主干架为中轴，与左右对称

的斜支干、圆圈、小弯勾组成上下四组图案。

正面铜锈上有细线织物的印痕，背面铜锈上有

竹编印纹痕迹。铜牌饰长 13.8厘米、上宽 5.6厘

米、下宽 5.2厘米、厚 0.1厘米。仓包包 87GSZJ：
16 镂空铜牌饰（见封三图 10，图片系作者于

2019 年参观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藏品时经朱亚

蓉馆长允许拍摄，谨记谢忱）［13］78-90，图三 .1，平面横

向弯弧呈瓦状，外侧近四角饰半环状小钮，铜

牌饰框架图案以中部上下一条主干架为中轴，

与左右对称的各种细斜支干、短弧支干组成，

形成上下对称的以“S”形单元为主体、相间小

三角形镂孔的五组卷草形镂空图案。器表铜

锈上有少量朱砂与灰烬。铜牌饰长 14厘米、上

宽 5.3 厘米、下宽 4.9 厘米、厚 0.2 厘米。仓包包

87GSZJ：17 铜牌饰［13］78-90，图三 .3，体薄，背面平整，

正面中部凸出一竖向短脊，脊长 4.5厘米、宽 0.8
厘米，脊两端分别连接一凸出器表、直径 2.5厘

米的圆饼状。铜牌饰长 13.8 厘米、上宽 5.8 厘

米、下宽 5.2厘米。

这 3件铜牌饰的形制不同，显示它们之间存

在着早晚关系。其中仓包包 87GSZJ：36 镶嵌

绿松石铜牌饰的形制与制作工艺与二里头四期

的 87VIM57：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接近［6］图二.1，图版壹，

还保留了象征兽面眼纹的图案，其使用方式可

能也相同，可能是捆绑在手腕部的一种兼具装

饰的工具或防护用具①，年代相对较早。而仓包

包 87GSZJ：17铜牌饰，器体较平整，没有镶嵌绿

松石块，也没有镂空，四角没有半环状小钮，整

个风格不仅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镶嵌绿松石铜

牌饰迥异，而且其使用方式与仓包包 87GSZJ：36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明显不同，显示

其年代较晚。仓包包 87GSZJ：16镂空铜牌饰的

形制则介于仓包包 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

饰与仓包包 87GSZJ：17铜牌饰之间，年代应居于

两者之间。这 3件铜牌饰的相对年代从早到晚

依次为：包包 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仓

包包 87GSZJ：16镂空铜牌饰、仓包包 87GSZJ：17
铜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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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 87VIM57：4镶嵌

绿松石铜牌饰是由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绿松石龙

形器演化而来［14］，在镂空铜牌饰上镶嵌绿松石

以表现兽面。仓包包 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

牌饰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 87VIM57：4镶

嵌绿松石铜牌饰接近，而器形演化为瘦长、兽面

纹消失，但还保留了象征兽面的眼纹，制作年代

应略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 87VIM57：4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故推测仓包包 87GSZJ：36镶

嵌绿松石铜牌饰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末段的

作品。依次类推，仓包包 87GSZJ：16镂孔铜牌饰

应 是 二 里 头 文 化 四 期 之 后 的 作 品 ，仓 包 包

87GSZJ：17 铜牌饰应是更晚的作品。仓包包

87GSZJ：17铜牌饰的风格与二里头文化四期镶

嵌绿松石铜牌饰的风格迥异，使用方式也不同，

应是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孑遗。其可能是在成

都平原地区制作的，推测其制作年代大致在三

星堆遗址三期或三期之后。

第二类，具有齐家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

是 11 件石璧、10 件由石璧芯制作的石纺轮

形器。

11件石璧，器形由大而小依次递减，相近两

件之间大小差 1 厘米左右，被称为“列璧”。大

都不成正圆，中部厚，边缘薄，周缘不规整，单面

穿孔，有的穿孔偏于中心一侧。最大的一件

87GSZJ：13石璧，一面经火烧烤，直径 20.3厘米、

孔径 9至 8.6厘米、厚 1.3至 1.1厘米，并且可与最

大的一件石纺轮形器套合（见封三图11）［13］78-90，图七 .4。

最小的一件 87GSZJ：22 石璧，穿孔偏于中心一

侧，直径 7.1 厘米、孔径 2.9 至 2.5 厘米、厚 0.7 至

0.6厘米［13］78-80，图八 .5。这 11件石璧，出土时按大小

顺序依次垒叠在一起。

10 件由石璧芯制作的石纺轮形器，形体较

小，也是由大到小排列，有的可与一起出土的石

璧套合，证明是利用这些石璧的芯片进一步加

工而成。由于其本身是从石璧上经单面穿孔取

下的石璧芯，所以这些石纺轮形器的两面直径

不相等，在外缘壁上有螺旋纹钻痕。最大的一

件 87GSZJ：21石纺轮形器，是利用 87GSZJ：13石

璧芯制作，质地、色泽与 87GSZJ：13 石璧相同，

也是一面经烧烤，并且两件可以套合，直径 8.4
至 7.7 厘米、孔径 1.3 至 0.9 厘米、厚 1.2 厘米（见

封三图 11）［13］78-90 页，图九 .1。最小的一件 87GSZJ：9
石纺轮形器，直径 3.5至 3.1厘米、孔径 1.4至 0.9
厘米、厚 0.8厘米［13］78-90 页，图九 .10。

这种形制的石璧以及利用石璧芯制作的石

纺轮形器，在齐家文化中有较多的发现，是齐家

文化玉石器的一种主要特征［15］204-275。

经比对分析，可以明确仓包包这座坑类遗

迹中出土的石璧、石纺轮形器的形制特征、制

作工艺特征，都具有齐家文化的特征。但这些

石璧与石纺轮形器有的可以套合，反映了它们

的制作年代与埋藏年代相距不远，其不可能是

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制作后长距离辗转而

来，而应是在三星堆遗址上制作的。这些石璧

与石纺轮形器应是三星堆遗址上制作的具有

齐家文化因素的“石列璧”与石纺轮形器，制作

年代应在齐家文化之后，即在公元前 1500 年

之后。

第三类，具有商代晚期因素的遗存。主要

是 8 件玉环。8 件玉环大小相若，形制基本相

同。直径在 8.8 至 10 厘米，孔径在 6.1 至 6.6 厘

米，玉环面宽 1.3 至 1.8 厘米，厚 0.3 至 0.5 厘米。

在环面上穿一小长方形孔，最大长方形穿孔，长

0.8厘米、宽 0.4厘米，最小长方形穿孔，长 0.6厘

米、宽 0.2厘米。其中，4件玉环，素面无纹；4件

玉环的两面施刻同心圆弦纹或较宽的同心圆凹

弦纹。大都磨损严重。器体最大的 1件，仓包包

87GSZJ：30玉环（见封三图 12）［13］79-80,图五 .2，经火烧

成鸡骨白色，在玉环两面上施刻 6 道同心圆弦

纹，直径 10厘米、孔径 6.4厘米、环面宽 1.8厘米、

厚 0.5 厘米，长方形穿孔长 0.7 厘米、宽 0.3 厘

米。前已述及这类施刻同心圆弦纹的玉璧（玉

环）为典型的商代晚期的风格。但在环面上穿

小长方形孔的玉环，在商代其他遗址中尚未见

到，这种小长方形孔是在同心圆弦纹之后施刻

的。依此对照分析，可将这 8件玉环的年代推定

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以上分析表明月亮湾仓包包这座坑类遗迹

中出土的文物，可分为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齐

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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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因素、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的三类。据

此推测月亮湾仓包包这座坑类遗迹的埋藏年代

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五）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侧，1997 年

11月发现墓葬，经 1998年 1月至 6月的发掘，清

理墓葬 29 座。其中，17 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

墓，多数有随葬品；4座为狭长形土坑墓，仅 1座

见有人骨和一段象牙。这些墓葬填土中有属于

三星堆遗址一期末的陶片。共出土随葬品 66
件，其中陶豆 1件、豆形器 2件、尊形器 1件、器

盖 1件，共陶器 5件；玉石蜗旋状器 6件、玉石泡

形器 4件、石纺轮形器（璧形器）2件、玉锥形器 3
件、玉凿 1 件、玉矛 2 件、石斧 2 件、石斧形器 2
件、黑曜石珠 37颗、石弹丸 2枚共玉石器 61件。

对于仁胜村墓地发掘的这 29座墓葬的文化面貌

与年代，发掘主持者陈德安曾有过初步的分析，

认为 6件蜗旋状玉器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斗

笠状白陶器、成都南郊十街坊宝墩文化晚期遗

址M6出土的圆形骨器近似，而 5件陶器的陶质

陶色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早的陶器风格一

致，年代上限应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后段，下

限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前段，大致相当于二里

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年代范围［16］。

笔者认为，如果依据这批墓葬填土中有属

于三星堆遗址一期之末的陶片，而随葬陶器的

陶质陶色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早的陶器风格

一致，由此可以确定这批墓葬的年代要晚于三

星堆遗址一期之末，属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另

依据年代较早的M21号墓随葬有蜗旋状玉器 5
件［16］图一二 .16、图版叁 .1，［2］四川重庆卷 8、蜗旋状象牙器 2件、

玉矛 1件，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成都平原三

星堆一带的文化遗存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

产生的文化遗存。那么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年

代应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据此推测，二里

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公元前 1610年前后，可能

是仁胜村墓地年代的上限。

（六）三星堆城址城墙

三星堆城址城墙自 1989 年发现以来，至

2017年对三星堆遗址城墙的系列考古勘探与发

掘，可知三星堆遗址的最早建筑城墙是在三星

堆遗址二期至三星堆遗址三期在三星堆城址内

的东北部形成了仓包包小城，在三星堆遗址四

期还对西城墙进行了修补［17］221，［18］380-382，［19］293，［20］

377-378，［21］380-381。这些现象显示，三星堆城址的城

墙从三星堆遗址二期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

（七）青关山大型建筑遗存

青关山大型建筑遗存位于三星堆城址内西

北角青关山高台上。土台呈二级台地状，最高

一级高出周围地面 4至 5米，这里也是整个三星

堆城址的最高处。2005年勘探发现青关山高台

系人工夯筑而成，并在第二级台地南部局部揭

露出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至 2017年的考

古勘探与发掘，已经揭露出三星堆遗址三期的 3
座大型建筑基址，如 F1、F3，以及略早的 F2。其

中 F1为长逾 65米、宽近 16米、建筑面积逾 1000
平方米的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由多间“正室”

以及相对应的“楼梯间”组成，“正室”分为两排，

沿中间廊道对称分布，廊道宽 2.5米左右［18］380-382。

在 F1、F2、F3 三座建筑基址下叠压有属三星堆

遗址一期的夯土台［20］377-378，其规模、结构有待探

索。据此推测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可能存在规模

较大的建筑遗存。

二、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

通过以上对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及附近遗迹

中发现的高档次文化遗存的分析，就比较容易

明确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问题。

（一）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及附近遗迹中发现的最

早一批高档次文化遗存，主要有仁胜村墓地、三

星堆大城城墙，以及可能存在的青关山高台上

的早期建筑遗存，其年代属三星堆遗址二期。

其余的如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高

骈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月亮湾

仓包包坑类遗迹，埋藏年代都比较晚，大致相当

于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如果说三星堆大城城墙、可能存在的青关

山高台上的早期建筑遗存、仁胜村墓地及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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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等高档次文化遗存，可以说明三星堆文明

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那么可以确定三星堆文

明的最初形成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

（二）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具体年代

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形成，具

体的年代是多少呢？这涉及三星堆遗址二期的

年代问题。分析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主要

依据三星堆遗址二期的文化遗存及测定的年代

数据进行②。此外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进行

分析。

如果说前述分析的仁胜村墓地墓葬中出土

的 5件陶器，代表了三星堆遗址二期前段，那么

可依据仁胜村墓地以及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

坑类遗迹、高骈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

祀坑”、月亮湾仓包包坑类遗迹中出土的二里头

文化遗存、齐家文化遗物来推定三星堆二期开

始的年代。因为这些遗物的时代特征较为鲜

明，年代明确，而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又有较

多的测年数据和研究认识可供参照。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最早的二里头

文化遗存，大概是前已述及的仁胜村墓地出土

的蜗旋状玉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被改制为

玉璋的原件牙璋。蜗旋状玉器的年代可能早到

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680年至

公元前 1610年之间。被改制为玉璋的原件牙璋

的制作年代可能属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的

作品，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680年前后。

月亮湾燕家院子坑类遗迹出土的四川大学

博物馆藏品（3.1）255 牙璋、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品（3.1）260牙璋、四川博物院藏品 A35牙璋、四

川博物院藏品 A313牙璋，以及故宫收藏的那件

燕家院子的牙璋、仓包包 87GSZJ：36镶嵌绿松石

铜牌饰等，大都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作品，具

体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1560 年至公元前 1530 年

之间。

由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制作使用的作品，

辗转来到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其到达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必定晚于在二里头遗址制作

与使用的年代。所以，依据这些二里头文化的

作品，可以推定他们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

大致在公元前 1600年至公元前 1500年之间。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遗存，主要是

玉琮与玉璧。依据齐家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

2300年至公元前 1500年的现象推测，这些齐家

文化遗存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可能在公元

前 1500 年之前，也可能在公元前 1500 年之后。

如果这些齐家文化遗存是与二里头文化遗存一

起由陇西南通过岷江上游地区这一文化通道到

达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一带的，那么他们在三

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应与二里头文化遗存在三

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基本相同，也大致在公元

前 1600年至公元前 1500年之间。

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以仁胜村墓地为

代表的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在公元前 1600年

至公元前 1500年之间。这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二

期开始的年代，也大致是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具

体年代。

三、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这些高档次文

化遗存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文物主要分为六

类：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遗

存、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齐家文化遗

存、具有齐家文化因素的遗存、龙山文化时期的

遗存。属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的遗存，主要

是建筑遗迹。属二里头文化遗存及具有二里头

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

及牙璋、蜗旋状器等玉器。属齐家文化遗存及

具有齐家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是玉琮、玉璧、

石列璧、石纺轮形器等。属龙山文化时期遗存

主要是玉琮。这六种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地区

出现的背景与机制是不同的。分属以下四种

现象。

第一，三星堆大城城墙、可能存在的青关山

高台上的早期建筑遗存，是成都平原地区本土

文化遗存，它们的前身应与宝墩文化的城址城

墙、大型建筑基址有关。

第二，二里头文化遗存、齐家文化遗存，都

是从成都平原地区以外区域进入成都平原地

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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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

第三，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而年代晚于二

里头文化的遗存，以及具有齐家文化因素而年

代晚于齐家文化的遗存，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

一带制作的。

第四，属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琮可能是与二

里头文化遗存、齐家文化遗存一起进入到成都

平原地区的，因为在三星堆遗址一期遗迹或宝

墩文化遗迹中没有发现中原地区或海岱地区、

太湖地区等龙山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三星堆

遗址上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琮，年代上早于

二里头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遗存，可能是作为

遗玉由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进入成都平原地

区时携带进入的。

这些现象显示，三星堆文明是在二里头文

化及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下，并与

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相结合后进一步发展而

形成的。这可能是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

至于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

区的影响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的，推测可能是

通过岷江上游这一文化通道实现的，依据目前

的考古发现，岷江上游地区在公元前 3500年前

后就形成了甘南文化南下川北的文化通道，在

岷江上游地区发现了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的遗

存，陇西南地区分布有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在

陇西地区发现了许多二里头文化高档次的文化

遗存［22］。如甘肃天水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镶嵌绿

松石铜牌饰，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遗址出土的

有领玉璧、已经被改制成玉钺的牙璋，甘肃庄浪

县出土的利用二里头文化大玉刀改制的玉钺，

还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的陶盉、大石磬

等文化遗存。这些器物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

器，是二里头文化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二里头

文化重器出现在齐家文化中，不仅仅表现了二

里头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可能是二里

头文化的一部分精华向齐家文化的转移。这些

现象显示，二里头文化进入陇西地区之后融入

到齐家文化中，然后经陇西南地区二里头文化

与齐家文化一道通过岷江上游这一文化通道进

入到成都平原。

结 语

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

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6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

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代表性遗

存，是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可能存在的青关山

高台上的早期建筑遗存、仁胜村墓地，以及月亮

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高骈坑类遗迹、三

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月亮湾仓包包坑类遗

迹等考古学单位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镶嵌

绿松石铜牌饰以及牙璋、玉琮、玉璧等玉石器所

代表的高档次文化遗存。

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受到二里

头文化、齐家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所以，三

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主要文化内涵，包含了二

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宝墩文化的继承者等

三种文化因素。成都平原地区宝墩文化的继续

发展，可能会产生文明，但不会产生具有三星堆

文化特色与文明特质的三星堆文明，因为三星

堆文明中不仅仅是宝墩文化后继者一种文化因

素。据此推测，如果成都平原地区在三星堆遗

址二期时没有受到来自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及

陇西地区齐家文化的影响，可能就不会产生三

星堆文明。

二里头文化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可能是夏

文明的代表。这种夏文明遗存以及齐家文化遗

存来到成都平原地区，不应仅仅是文化遗存本

身的传播，而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

的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的支系部族人群向成

都平原地区的转移与迁徙。这两支系部族及其

文化来到成都平原地区，促使当地的本土文化

发生巨变，导致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由于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一些二

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明因素以及齐家文化因

素，所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

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但其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

文化特征，那些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

素，却迥异于商文明。

注释

①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可能是捆

20



绑在手腕处的认识，是由黄翠梅于 2014年 10月 26日在

北京召开的“纪念二里头遗址发掘 55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明确的。见黄翠梅：《功能与源流：二里头文化镶绿

松石铜牌饰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015年第 33卷第

1期。②目前测定的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数据，早晚

年代悬殊较大。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

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83年

第 7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

测定报告（六）》，《文物》1984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

一）》，《考古》1984年第 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考古》

1987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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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and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Zhu Naicheng

Abstract: The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was formed in the second stage of Sanxingdui site, with the specific time
from 1600 B.C. to 1500 B.C.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came into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rlitou culture and Qijia
culture. Its formation period includes three cultural factors: Erlitou culture, Qijia culture and the inheritors of Baodun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Erlitou culture and Qijia Culture on Chengdu plain area has led to great changes in local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lthough
influenced by the Shang civilization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by it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hang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Erlitou culture; Qijia culture; the age of forma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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